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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汽车网联化和智能化的发展,
 

汽车驾驶过程面临着车内外多源信息过载的影响,
 

这可能会产生交通安

全问题.
 

驾驶信息过载包含感知、
 

认知和决策等复杂神经机制.
 

在知识、
 

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
 

当驾驶员处于

庞大、
 

繁杂、
 

多变环境中排查信息对象并进行决策时,
 

决策都是在有限度的理性条件下进行,
 

且常带有主观因素,
 

这是有限理性决策理论的基本原理.
 

汽车工业界基于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根据人的特性研究了AR-HUD控制驾驶

信息过载的汽车驾驶辅助技术以及OLED车载显示的应用,
 

驾驶员在面临信息过载时可快速筛选关键信息,
 

做出

正确驾驶决策,
 

以此来提升驾驶的安全性.
 

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学者在驾驶信息过载原因、
 

生理心理机制以及控制

驾驶信息过载的技术和装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为安全驾驶、
 

汽车智能化发展的产学研结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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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tive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driving
 

is
 

facing
 

the
 

exposure
 

of
 

mult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vehicle,
 

that
 

may
 

lead
 

to
 

traffic
 

safety
 

issues.
 

Driving
 

information
 

overload
 

involves
 

complex
 

neural
 

mechanisms
 

such
 

as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deci-
sion.

 

Bounded
 

rationality
 

decision-making
 

refers
 

to
 

with
 

limited
 

knowledge,
 

time,
 

and
 

energy,
 

the
 

drivers
 

are
 

facing
 

a
 

hug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environment,
 

when
 

they
 

check
 

information
 

objects
 

and
 

make
 

decisions,
 

the
 

decision
 

making
 

is
 

carried
 

out
 

under
 

limited
 

rational
 

conditions,
 

often
 

with
 

subjective
 

factors.
 

Based
 

on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decision
 

theory,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has
 

studied
 

the
 

vehicle
 

driving
 

assistance
 

technology
 

of
 

AR-HUD
 

to
 

control
 

driving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use
 

of
 

OLED
 

displa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eings,
 

in
 

order
 

to
 

realize
 

quickly
 

screening
 

key
 

information
 

and
 

making
 

correct
 

driving
 

decisions
 

by
 

drivers
 

when
 

facing
 

information
 

overloa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driving
 

safety.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acade-
mia

 

on
 

driving
 

safety
 

and
 

automotive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by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causes,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and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for
 

controlling
 

driving
 

informa-
tion

 

over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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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nformation
 

overload;
 

bounded
 

rational
 

decision
 

theory;
 

intelligent
 

driving
 

aid
 

device;
 

driving
 

safety

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新能源化、
 

智能化、
 

网联化必将成为推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技术革命.
 

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系统、
 

能源体系、
 

城市运转、
 

社会生活紧密结合,
 

是一项集智慧城市、
 

智慧交通和智能

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系统工程,
 

肩负着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重点突破和构建未来创新型社会的重要使命.
 

在汽车产业新能源化、
 

智能化、
 

网联化发展的大方向下,
 

车辆安全的需求被重新梳理和定义[1].
 

随着汽车

智能化、
 

网联化对功能安全与预期功能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2-3],
 

作为汽车三大永恒主题之一的“安全”将

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然而,
 

汽车网联化和智能化使驾驶员面临车内、
 

车外多源信息的影响.
 

信息时代

在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
 

潜在可用信息量过大,
 

反而会成为及时、
 

快速处理有效信息的障碍[4],
 

甚至可能

因驾驶信息过载及驾驶员注意力分散而引起负面效应,
 

最终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因此,
 

本文对驾驶信息过

载原因及其生理心理机制,
 

驾驶信息过载控制技术及其车载装备,
 

以及相关领域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介绍,
 

以期为汽车人机交互与人因安全的发展提供参考.

1 驾驶信息过载原因概述

数字信息时代,
 

生活中各个场景下可获得的信息量往往远超所需[5].
 

“信息过载”被定义为全媒体数字

信息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
 

由于人类的思维过程表现为搜索或串行处理,
 

并在同一时段内考虑的问题有

限,
 

限制了人们的注意广度以及知识和信息获得的速度和存量[6].
 

各个行业受益于信息更加快捷高效的同

时,
 

也受到了信息过载带来的负面影响[7],
 

汽车驾驶也不例外.
数字信息、

 

驾驶系统和驾驶员特征,
 

是导致驾驶信息过载的主要因素[8].
 

驾驶员在行驶途中不可避免

地会接触到大量信息[9-10].
 

研究发现,
 

复杂的交通标志牌带来的驾驶信息过载,
 

可能降低驾驶员的路况敏

感度,
 

会给驾驶安全带来不利影响[11].
 

调查还显示,
 

驾驶途中为获取道路交通标识信息,
 

驾驶员将分散三

分之一的注意力[12].
 

但驾驶员对单个交通标志的注视时间有限,
 

信息量过多会增加驾驶员对标志的搜索和

辨认时间,
 

导致驾驶员的视线较长时间偏离路况,
 

最终给行车安全带来危害[13].
早期研究表明,

 

信息数量、
 

信息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接收信息数量的增加,
 

对人真正

有用的信息质量先增后降[14].
 

驾驶信息过载主要来自于路标多样复杂、
 

道路车辆和辅路岔路过多、
 

驾驶员

电子设备干扰、
 

汽车广播和音乐等带来的影响.
 

统计得出,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约有60%接打手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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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音乐、
 

95%低头查看导航的情况出现[15],
 

均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驾车主体注意力的分散转移、
 

信息回避等

负面行为[5].
 

总体上,
 

接收较少或常量信息的受试者的决策表现好于信息过载下的受试者[16].
人类抓取信息的重点是“快速获取必要的信息”,

 

而不应当是花费大量时间不断地“删减”信息数据库或

识别错误信息[17].
 

驾驶途中80%的信息源自视觉[18].
 

在陌生路段,
 

驾驶员的路线选择主要来自视觉接收

的道路名称、
 

方向等信息,
 

容易给驾驶员造成以视觉来源为主的信息过载[11].
 

尽管人类本身的信息搜集能

力、
 

信息处理能力、
 

信息计算能力有限,
 

但是人类的智慧本身就在于创造和借用工具,
 

能够利用工具收集

信息并计算以克服复杂环境的不利.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工具可以协助人们向无限接近完全理性地发

展.
 

例如在驾驶领域,
 

智能车载设备的使用,
 

帮助人们尽量多地收集外部环境中的信息,
 

极大提升了人对

环境的认知和把握能力[19].

2 驾驶信息过载的神经机制

人脑是一个复杂而强大的器官,
 

约包含1
 

000亿个神经元,
 

各神经元组成的集合构成大脑思维模式识

别的基本单元[20].
 

驾驶作为一项复杂的多活动任务,
 

主要基于认知活动支配进行,
 

需要多脑区参与完成,
 

有着复杂的神经机制[21].
汽车驾驶是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

 

其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
 

在驾驶过程中,
 

首先通过视觉、
 

听觉、
 

触觉

和本体等感官系统感知外部信息,
 

然后通过知觉、
 

记忆、
 

判断和决策等认知功能对感知信息进行处理,
 

最

后通过执行进行驾驶操作.
 

驾驶过程中的顶叶、
 

额叶、
 

辅助运动区、
 

扣带回等脑区激活程度明显[22],
 

并且

驾驶环境复杂、
 

信息多变,
 

需要驾驶员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此时,
 

大脑中由目标导向和刺激驱动的背侧额

顶叶神经网络和颞顶联合区被高度激活.
 

人在驾驶过程中,
 

自身的感知器官会感知不同界面信息并反馈到

中枢神经系统,
 

随后再由中枢神经系统对信号做出分析、
 

判断及相关处理,
 

并做出必要的驾驶操作,
 

以便

维持车辆正常驾驶[23].

图1 汽车驾驶控制模型

具体来看,
 

对交通标志、
 

街边广告、
 

接听电话等子任务增加时,
 

大脑的注意网络激活程度提高,
 

额下回

和颞上回等执行任务的区域活动增强;
 

负责错误检测和控制不必要运动的扣带回和亚肺叶激活率增加;
 

而

负责空间感知的顶叶区域的激活率降低[24].
 

例如,
 

当驾驶员识别交通标志文字信息时,
 

大脑中的视觉系统

(词形)、
 

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负责共同参与[25].
 

非驾驶状态下的词汇识别过程中,
 

个体全神贯注于该任

务,
 

而交通标志信息识别中,
 

驾驶员必须在动态地执行其他关键任务(例如操纵方向盘)的同时,
 

完成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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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的动态文字信息识别[26].

3 控制驾驶信息过载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西蒙最早于1955年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一文中提出
 

“有限理性”的概念,
 

批判了过

去以法约尔为代表的古典决策理论所提倡的完全理性人假设,
 

并提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该理论采用实证

研究对实际的决策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
 

又被称为描述决策理论[27],
 

即不再将实际决策过程中的人简单假

设为完全理性人.
 

尤其是在当前信息过载的数字时代,
 

简单理性人假设通常是说不通的,
 

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对决策人所处的决策情形进行分析.
 

例如,
 

在驾驶场景下,
 

基于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和驾驶员的实际决策

环境,
 

需对其信息过载的程度及影响进行判断和干预.
由于人脑的知觉范围和记忆系统有限,

 

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
 

西蒙找到了有限理性的生物学基础;
 

同时,
 

心理学界也有力地指出并论证了进化论与行为理性之间的高度相似.
 

正如西蒙所说:
 

“人类理性是在

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28].
 

他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证,
 

随后提出了处理信息过载的方法,
 

让

决策者在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后停止搜索,
 

并认识到可用时间和资源的有限性,
 

其核心观点概括为:
 

①
 

决

策主体人的知识、
 

时间和精力有限;
 

②
 

决策环境庞大、
 

繁杂且多变;
 

③
 

决策者在排查信息对象并进行决策

时,
 

往往带有主观感性因素,
 

很难完全客观公正.
 

西蒙认为人具备单纯的认知及反应能力,
 

之所以进行复

杂的举动或社会活动,
 

是因为其身处复杂的环境,
 

因此决策者不可能做出最优的选择,
 

即个人或企业的决

策都在有限度的理性条件下进行[29].
 

Savolainen指出,
 

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是与其他相关问题结合的“共

同产物”[30].
 

Murayama等学者通过实验得出,
 

在控制年龄、
 

性别、
 

收入等变量后,
 

信息过载和人类的快速

决策表现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16].
 

个人和组织都会在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中面临挑战———学习或工作任

务负荷重、
 

行动分散和时间不足等[31].
 

1956年,
 

Miller通过实验得出人的短时记忆容量是5~9个单信息

段.
 

心理学认为,
 

当超量信息涌入时,
 

人们有限的认知资源被过量地消耗和占用,
 

给其他任务的操作带来

困难,
 

导致大脑的适应功能下降[32].
 

1994年,
 

方齐云简述完全理性与最优决策的困难时,
 

探讨了关于人类

的大脑神经机制[33],
 

即人们很难在有限时间内做出所谓最优的决策,
 

从而引出西蒙的理性限制因素讨

论[34],
 

应采用适当的方法改善人类大脑自身的信息认知缺陷.
无结构或无逻辑的信息呈模糊的“碎片化”特点,

 

容易令人陷入丧失掌控的状态,
 

造成紧张和困扰[35].
 

所以,
 

当大量信息需要接收时,
 

人们会选择主动限制大脑接收的信息数量,
 

减少负荷信息充斥头脑的不适

感,
 

以求最大化识记信息的策略.
 

随着信息过载的常态化,
 

人类常接触到比自己大脑实际短效记忆容量更

多的信息,
 

但我们对自己选择或者大脑究竟能记住多少信息的能力却知之甚少[16].
 

可供选择的选项越多,
 

信息搜索耗费的反应时间越长[36];
 

同时,
 

外部环境对个人情感、
 

认知、
 

态度、
 

行为等多层面产生影响,
 

在驾

驶场景下,
 

会导致驾驶员产生疲惫倦怠、
 

急躁烦闷等不良情绪[37].
 

过去的理性决策者能够考虑到所有信

息,
 

而面对现在海量信息的智能驾驶时代,
 

这将不再现实[38].
 

当前信息过载下的驾驶决策条件符合西蒙的

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4 驾驶信息过载控制技术及应用

技术发展离不开相关理论支撑.
 

从理论和技术应用的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角度来看,
 

西蒙提出有

限理性决策理论,
 

其“理性决策”的前提是能够考虑到所有道路及驾驶信息,
 

而面对现在海量、
 

复杂信

息的智能驾驶时代,
 

这将很难达到.
 

因此,
 

当前信息过载下的驾驶决策所处的客观情形符合有限理性

决策理论所述的基本要点,
 

该理论的实践与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实际搭载相结合,
 

与解决现实中的新

时代汽车应用技术的关键方向紧密相关.
 

如前所述,
 

驾驶途中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源于视觉(如视觉

接收道路名称、
 

频繁低头查看导航、
 

路标多样复杂、
 

岔路辅路多等),
 

所以驾驶信息过载主要以视觉

为主,
 

并随着接收信息数量的增加,
 

对驾驶员真正有用的信息质量先增后降(接收信息数量与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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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U型”理论).
 

为了控制汽车驾驶信息过载,
 

基于有限理性决策理论的汽车驾驶辅助技术被广泛研

究,
 

一些视觉辅助系统被应用于汽车.

图2 传统HUD显示效果

4.1 从HUD到AR-HUD
平视显示(Head

 

Up
 

Display,
 

HUD)作为

一项以视觉为主的辅助驾驶技术,
 

承接仪表台

的部分功能,
 

最初应用于军用飞机,
 

置于飞行

员视野前方和仪表信息投射区域的头盔目镜

上,
 

可有效提升态势感知力.
 

汽车搭载 HUD
可有效减少驾驶员因低头查看仪表导致的视线

偏离前方道路的情况[39].
 

车载HUD(图2)减少

了驾驶员耗费在读取车载信息的视觉、
 

认知和

动作上的时间,
 

保障驾驶安全,
 

据统计可减少

25%的车辆碰撞[40].
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

 

Reality,
 

AR)是
以普通的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

 

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机交互技术[41],
 

在显示内容和形式上,
 

将复杂多样的信

息条理化、
 

直观化,
 

将路况、
 

地图等虚拟信息和行人通过路口等真实物体信息叠加.
 

HUD与AR相结合,
 

使汽车同时搭载自然显示、
 

人工显示2种方式的智能辅助设备[42].
 

表1列举了目前市面上几种车型的AR-
HUD舱内显示交互方案.

表1 AR-HUD舱内显示交互

交互模式 车型 显示交互设计方案

AR-HUD+小 型 信 息 交

互屏

理想L9 理想L9驾驶舱设计中,
 

驾驶位取消传统仪表,
 

转而使用大面

积的AR-HUD和方向盘上的触控交互小屏

沃尔沃 沃尔沃汽车座舱概念图设计中,
 

驾驶位同样取消传统仪表,
 

使

用大面积的 HUD和方向盘上的触控交互小屏

AR-HUD+自然交互 奔驰 MBUX、
 

长安 UNI-

K等

面向L3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交互方式,
 

包括语音、
 

手势、
 

眼

球跟踪、
 

AR-HUD交互界面的组合,
 

业内领先的车企已经开

始布局

AR-HUD+元宇宙入口 飞凡R7 飞凡 R7搭载的华为 AR-HUD系统可通过 AR技术将地图

POI信息与实景进行叠加

图3 AR-HUD车载显示效果

  AR-HUD正引领座舱显示的新模式,
 

成为

人与车交互的桥梁.
 

借助高级辅助驾驶系统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t
 

System,
 

ADAS)

的卫星定位、
 

多种雷达、
 

摄像头等传感器,
 

感

知、
 

识别外部物体和环境,
 

实时处理投影与现

实的互相“增强”[43],
 

实现驾驶情景虚实结合、
 

实时交互的驾驶体验(图3).
AR-HUD辅助驾驶的实际流程如图4所

示,
 

针对不同驾驶情景,
 

搭载 AR-HUD可有

效改善驾驶员因俯视导航、
 

其他车载娱乐信

息等而导致的注意力分散[44].
 

同时,
 

虚拟影

像不完全遮挡现实场景,
 

可使该系统有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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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驾驶信息过载和碰撞风险,
 

保障驾驶安全[43].
 

研究表明,
 

AR-HUD主要从“注视区间、
 

决策时间、
 

驾

驶行为”3方面提高驾驶安全水平.
 

应用该技术,
 

驾驶员注视区间更集中于AR-HUD所覆盖的安全驾驶

注视区域.
 

AR-HUD驾驶辅助系统能有效缩短驾驶员在不同驾驶情况下(尤其是在夜间、
 

雨雪天气等低

能见度情况下)的感知和决策时间.
 

例如,
 

开启AR-HUD的实验组,
 

驾驶员平均反应时间为1.97
 

s,
 

相

比于对照组的2.85
 

s,
 

缩短了0.88
 

s.
 

配备AR-HUD驾驶辅助系统,
 

在面临信息过载时有助于改善、
 

纠

正驾驶员的驾驶判断和行为,
 

在低能见度条件下尤为显著[45],
 

这对未来汽车辅助驾驶、
 

定位导航等系统

的发展都有驱动作用[18].
 

例如,
 

搭载AR-HUD等辅助驾驶设备的汽车,
 

会对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稳定

注视区间、
 

缩短决策时间、
 

改善驾驶行为”3方面产生极大影响,
 

并进一步积极干预驾驶决策和驾驶安

全.
 

辅助驾驶技术赋予了载运工具新功能,
 

可大幅降低驾乘人员的脑力、
 

体力方面的劳动强度,
 

可有效

解决人脑的有限理性决策瓶颈问题,
 

有助于缓解疲劳驾驶、
 

提升驾驶运行的安全性及效能.

图4 AR-HUD驾驶信息处理及决策辅助模型

4.2 透明OLED显示

透明OLED显示屏由于仅有2层超薄模组结构,
 

能有效突破传统显示屏的播放形态,
 

因此拓宽了其应

用范围[46].
 

同时,
 

高分辨、
 

低能耗、
 

轻重量、
 

无辐射等优势,
 

使其无论被应用在车载显示还是其他领域,
 

都

能创造不同于过去的崭新体验[47].
从技术属性来说,

 

OLED显示屏采用柔性衬底和盖板,
 

不会像传统显示的玻璃盖板一样当受到外力

冲击时容易破碎,
 

安全等级进一步提升.
 

同时,
 

由于“自发光显示技术”的应用使得屏幕在黑暗模式下功

耗更低,
 

能有效节能,
 

作为透明OLED屏幕最重大的差异化突破,
 

在多种透明屏幕技术中相对成熟.
 

在

驾驶领域(图5),
 

搭载透明OLED自发光像素,
 

无需背光,
 

显示图文内容的同时还能观看屏幕后方实景.
 

尤其是在夜间无灯光的路上驾驶时,
 

OLED车载显示低亮高对比的特性,
 

可以避免眩光性失明,
 

护眼并

且更有利于驾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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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汽车OLED柔性屏搭载实景

研究指出,
 

2020年车载OLED显示屏渗透率不足0.6%,
 

但预计2026年将达到2%~4%,
 

主要应用

于高端汽车的中控及仪表显示,
 

其出货量将稳定增长,
 

市场规模有序扩大(图6),
 

从2020年4
 

200万美元,
 

发展至2026年4.5亿美元.
 

与车载液晶显示相比,
 

OLED物料清单组成更加简单.
 

如果采用COE结构,
 

还可以去除偏光片.
 

随着驱动芯片、
 

材料等物料成本持续下降,
 

性能、
 

寿命等不断改善,
 

OLED显示的竞争

力将明显提升.
 

届时,
 

驾驶领域有可能像智能手机、
 

IT设备等领域一样,
 

逐渐从液晶显示向OLED显示转

换.
 

车与万物互联的时代到来,
 

汽车座舱大屏和多屏化、
 

多形态、
 

智能化要求提升,
 

OLED显示的优势将更

加凸显,
 

有望几年内占据高端车载显示市场半壁江山.

4.3 理论与应用结合

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与驾驶辅助系统相结合,
 

为新时代汽车应用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时,
 

驾驶决策的优化是实现高级辅助驾驶、
 

自动驾驶等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
 

为降低驾驶场景的复杂性,
 

突破

单纯人脑决策的有限理性,
 

基于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搭载,
 

使用智能决策设备辅助代替单纯人脑决策的方

法已经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注.
传统车载显示屏导致视线偏离道路,

 

干扰驾驶员意识,
 

影响驾驶安全,
 

随着车载智能化技术进步,
 

透明OLED显示屏使前挡风玻璃呈现出导航、
 

路况、
 

车况等应用场景[48].
 

AR-HUD和透明 OLED的结

合使车内场景交互从平面向空间发展,
 

并与座舱内外传感器、
 

摄像头等器件配合,
 

将实现透明屏幕显示

的AR/MR(混合现实)效果,
 

呈现出比传统 HUD面积更大、
 

更细节化与多样化的视觉效果和情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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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全球车载显示器(分技术)渗透率预测

AR/MR作为视觉技术为主、
 

传感器及智能情景建构为辅的车载技术,
 

使传统汽车驾驶舱内完全真实的

驾乘场景结合了虚拟情景[49].
 

AR-HUD或“AR/MR魔窗”将作为信息交互、
 

辅助驾驶等交互界面的核

心[50],
 

能有效帮助驾驶员疏解信息过载,
 

从而保障驾驶安全.
“以屏为界”到“全景界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今以AR-HUD为代表的智能车载元设备完善了自动

驾驶、
 

V2X(Vehicle
 

to
 

Everything,
 

车与万物互联)等系统,
 

通过车载系统的高性能计算,
 

使得驾乘人员感

官、
 

肢体与车辆交互更加顺畅.
 

透明OLED显示屏可以呈现更多样、
 

更复杂的内容[43],
 

AR-HUD和透明

OLED的结合在交通场景中将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51],
 

通过控制驾驶员视觉信息过载,
 

在保证驾驶安全

等方面实现“1+1>2”的效果.

5 总结与展望

数字时代背景下,
 

信息过载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无法有效过滤、
 

传输和接收海量信息中的有效信息所

致.
 

驾驶层面,
 

信息过载仍是未来汽车设计系统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应依据驾驶员的需求,
 

充分

利用技术及车载装备来辅助驾驶员快速筛选信息、
 

提升信息质量.
 

但相关技术研究仍存在局限性,
 

有必要

结合数字信息化、
 

人车交互和心理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
 

研究驾驶员情绪、
 

驾驶决策信息处理和驾乘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科技的发展与探索,
 

使驾驶员在不同的任务和驾乘环境中更好地处理信息过载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
 

以科技护航驾驶安全,
 

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基于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在未来面对驾驶信息过载的问题时,
 

搭载AR-HUD和透明OLED显

示屏结合的驾驶辅助设备,
 

能以视觉、
 

听觉等形式,
 

使驾驶员收集、
 

筛选并处理信息的速度得到提高,
 

优化

驾驶体验,
 

减轻信息过载给驾驶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有效保障驾驶安全.
 

这2项新技术在智能辅助

驾驶领域还将持续引领未来智能车载装备的发展,
 

值得相关学者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另外,
 

基于有限理

性决策的影响因素,
 

辅助驾驶系统的搭载及其数据记录可用于进一步开发数据驱动方法的数据集,
 

这将会

极大地影响并改善决策效能,
 

因此自动辅助驾驶技术的发展将会是未来载运工具的核心竞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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